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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
内容构建与实施路径

柳　洁　胡象明 a

摘要：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石，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有助于推动中国法治乡村建设进程、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在评价的价值取向方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具体体现为“公

众满意”；在评价的内容方面，应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结合，主要从投入效率、过程公平和效果满意等三个方

面开展评价；在评价的实施路径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落实机制，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

运用评价方法。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的研究，对于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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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法治中国建设进程的坚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重大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法治乡村建设是“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就将“建设法治乡村”和“推

进乡村法治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之上，2020 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

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法治乡村建设”要求；随后《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进一步明确“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要求“将法治乡村建设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这不仅标

志着中国法治乡村建设已经由附属工作走向专项任务的新阶段，同时也为“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话

语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顶层支撑。有建设就有考评，法治乡村建设客观上要求对法治乡村建设成效进行科

学的量化考评。因而，如何将法治乡村建设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进而开展独立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

评价以衡量法治乡村建设成效，就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

效评价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试图解构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在价值取向、内容构建以及实施路

径等方面的科学内涵，构建体现中国场景、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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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即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成效的检验和度量，属于政府绩效评价范畴，旨

在“以评促建”推动中国法治乡村建设进程，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基于当前正处于法治乡村建

设的第一阶段性（2022 年）成果检验时期，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具有重大意义。

（一）实践探索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实践客观要求对法治乡村建设事实和价值进行衡量，“这就需要确定比较

具体的评判标准”a。然而，对于什么是法治乡村、应采取何种评判标准来衡量法治乡村建设成效等问题，

国家政策体系中却尚未明确。为此，部分法治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就“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进行了

先验性探索，结合当地乡村法治建设实际，率先做出了将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任务转化成可量化评价指

标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思路：一是数量主义思路。主要以一定时期内法治乡村建设数量来衡量其

成效，如 2020 年 8 月江苏省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将建成法治乡村建设示

范村、品牌村、标准村的数量作为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标准。二是质量主义思路。主要以一定时期内

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来检验其成效，如 2020 年 12 月河南省出台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

中“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等目标定位，实际从质量角度提供了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标准。

三是绩效主义思路。这种绩效主义思路体现在实践中，主要是以一定时期内法治乡村建设数量、质量和

效果来综合衡量其成效，如 2021 年 4 月广东省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即将省级

民主示范村（社区）创建数量、基层执法质量、群众遵法自觉性提高等作为法治乡村建设成效衡量标准。

各地政府之所以在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衡量标准的实践探索中存在明显分歧，根本原因即在于理论界和实

务界对“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话语与内容缺乏较为统一的认知，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法治乡村建设

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尚未能及时回应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与政策变迁的实践需求。

（二）理论探讨

当前中国学界对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的讨论并不多，独立的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形成。整体而言，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乡村治理绩效评价”。实现乡村善治需要构建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b在“三

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部分研究将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绩效评价的一个维度，对乡村法治能力和法治

水平进行测量，主要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在定性研究方面，如陈于后、张发平从“三治”

的内涵和关系出发，构建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秩序”标准考察乡村法治情况。c

李才森构建了包含 43 个指标的乡村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法治乡村建设状况”由 5 个三级指标

来测量，分别为“普法指数”“基层干部法治素养水平”“农民法治素养水平”“法律援助体系完善程度”“矛

盾调解效果”。d张四灿、张云在阐释乡村治理内涵基础上，构建了乡村综合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

以“法制观念普及程度”“农民法治素养水平”“基层干部法治使用程度”“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4
个指标去评价法治乡村建设情况。e这几位学者基于对乡村治理内涵的不同理解，选取了不同指标，构建

了不同的乡村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法治作为乡村治理“三治”手段之一涵盖其中，均为定性分析。此外，

也有部分学者对乡村治理成效进行定量测度。尤杰舜等设计了包含 5 项法治指标的晋江市村庄治理绩效

a　李林：《法治的理念、制度和运作》，《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6 年第 4 期。

b 陈涛、李华胤：《“箱式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边界与实践效应——以湖北省京山市乡村振兴探索为例》，

《探索》2019 年第 5 期。

c　陈于后、张发平：《新时代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体系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

d　李才森：《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e　张四灿、张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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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其 54 个样本村的治理成效进行了实证测量和比较分析。a闫育满、王梦宇利用构

建的包含法治维度的乡村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 2014—2018 年中国乡村治理水平进行了综合量化评

价。b这几位学者基于不同的乡村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区域评价和整体评价两个角度进行了量化研

究。

二是“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现阶段多数学者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为基础，确

定了“五位一体”的目标导向和价值追求，进而提出“乡村振兴绩效评价”话语，对中国乡村振兴绩效

进行测度与评价，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法治乡村建设理应成为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的内容之一。主

要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其一，定性研究，如闫周府、吴方卫在阐释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之上，构建了包含 69 个指标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c黄蓝、刘畅基于对乡村振兴绩效评价内涵

和意义的解读，明确了其 5 项目标维度的内容，提出指标体系构建路径。d徐雪、王永瑜诠释了乡村振兴

水平测度的理论基础，进而构建了包含 30 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e在定性研究中，

对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不同的指标构成，形成了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二，定

量研究，如贾晋等基于系统性的视角选取了 35 个细化指标，构建出 5 层指标体系，进而定量测度与比较

了 30 个省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其中，以“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占行政村的比例”和“农村居民治安满

意度”主客观指标相结合作为基层法治是否治理有效的评判标准。f陈炎伟等构建了县域乡村振兴发展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福建省县域乡村振兴绩效的实践综合测评。其中，选取“村民权利保障与监督

满意度”“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占行政村比例”“重大治安案例发生数”3 个指标来检验乡村法治成效。g

基于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展开的量化研究，带来了评价结果的差异和不可比性。

以上两种研究思路的分歧在于：一是从“事实”来看，“乡村治理绩效评价”和“乡村振兴绩效评

价”都试图回应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但前者主要聚焦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投

入和产出情况”，在法治维度中评价指标的选取集中关注现阶段乡村法治投入和法治水平。然而，这一

评价反映的仅是法治“过程”层面的问题。而后者则侧重于“结果”，关注的是中国目前城乡建设水平

差距扩大与乡村建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在法治维度隐含着对法治资源分配不均衡而产生的“乡

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不足”“农村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以及“农民个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社会问题

的关注。二是从“价值”来看，两者体现出“效率取向”与“公平取向”的分歧。前者关注经济和效率

价值，关注乡村治理过程中法治资源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强调乡村法治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尤其是

体现了评价对“法治建设进程和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协

同”h的价值目标追求。后者则强调公平价值和回应性，将法治资源分配不均衡本身视作“不公平”的体现，

致力于通过评价调整城乡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缩小城乡基本法律公共服务差距，关注城乡法治一体化

建设，更为强调法治结果的公平价值和对农民法治需求的回应。这两种观点的分歧，究其根源正在于对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内涵的不同理解。

纵观当前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相关实践和理论的有益探索发现，均很难全面度量法治乡村建设成

效，“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亟待深化，有待于进一步构建独立而系统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

评价理论，这就为本文的研讨提供了空间。立足于上述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笔者提出的“法治乡村建

a　尤杰舜、陈怡晴等：《乡村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基于晋江市 54 个样本村的实证分析》，《枣庄学院

学报》2021 年第 5 期。

b　闫育满、王梦宇：《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绩效评价研究》，《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c　闫周府、吴方卫：《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经济学家》2019 年第 6 期。

d　黄蓝、刘畅：《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意义、维度与路径》，《科技智囊》2021 年第 6 期。

e　徐雪、王永瑜：《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 年第 5 期。

f　贾晋、李雪峰、申云：《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财经科学》2018 年第 11 期。

g　陈炎伟、王强、黄和亮：《福建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绩效评价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9 期。

h　习近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中国人大》2020年第 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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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绩效评价”理论是立足中国特色的法治乡村建设实践，对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内容构建与实施路径

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和行动借鉴。

二、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和内容构建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作为中国创新话语的提出，契合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全球兴起的以“评

估国家”来代替“管制国家”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版的法治乡村建设方略应有之义。对中国法治乡村建

设绩效评价理论的阐释应当立足中国场域，从“价值取向—内容构建”上打造新的分析框架，强调政府

对公众法治乡村建设需求的回应性，关注提升公众在法治乡村建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最

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一）以“公众满意”为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理念深入到国家制度，在“以人民为中心”

理念指引下，公众满意的目标偏好和价值取向已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法治乡村建设是

政府主导下的基础性法治建设工程，政府的权力源自人民群众的委托，政府权力的行使是为人民谋福利、

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的基本原则。可发挥乡民在乡

村文化中的文化主体作用，不仅传承传统文化，还要有批判地再造新型乡村文化。a事实上，《意见》已

经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这一原则，并进一步要求“将法治乡村建设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法治乡村

建设绩效评价是对《意见》制度要求的实践回应，总体上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指引下的政府法治

乡村建设工作成效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因而，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以评价结果检测“公众不满意”的地方，鞭策政府相关部门履行职能，实

现“公众满意”的终极目标。进一步说，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最终价值诉求是“公众满意”。以“公

众满意”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导向，具有人民主权的价值理

性 b，又“回归了政府的本位，提升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c。

一方面，以“公众满意”作为价值取向，并非偏重公众主观感受，而忽略法治乡村建设客观事实。相反，

“公众满意”是公众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客观事实的主观感知和评判。其一，“公众满意”的价值取向，

关注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客观事实。“公众满意”价值取向下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以公众满意

度为衡量标尺，检验一定时期内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成效，这就要求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的客观

事实进行具体考察。由于《意见》明确了政府在法治乡村建设中的 9 项主要任务，因而，这里的客观事

实应当是政府在完成《意见》规定的 9 项任务中的职责履行情况，具体指向涉农领域立法情况、涉农行

政执法情况、乡村司法保障情况等，涵盖了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 4 个维度。对客观事实的考察能够

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和问题”d，为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提供事实依据和数据支撑。

其二，“公众满意”的价值取向，落脚于公众的主观感知和评判。“公众满意”价值取向下的法治乡村

建设绩效评价，在行动逻辑上，关注提升公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法治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同时强调公众对法治乡村建设的全过程评价，因为“社会公众参与评价能够较为全面反映社会整体的意见，

特别是法治效果最终感受者的意见”e。在目标实现过程中，重点关注“公众不满意”的地方，发掘政府

a 张洁：《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及实施路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b　郑方辉、张文方、李文彬：《中国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理论方法与“广东试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年，

第 313 页。

c　谢能重：《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导向、体系与原则》，《领导科学》2018 年第 23 期。

d　王佃利、宋学增：《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实证研究———以济南市市政公用行业的调查为例》，《中国行政管理》

2009 年第 6 期。

e　孟涛：《论法治评估的三种类型———法治评估的一个比较视角》，《法学家》201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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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短板，并探寻原因，因为“对导致不满的原因不甚了了，也就无法针对性设计改进方案和措施”a。

另一方面，“公众满意”作为价值取向，并非仅偏好群体利益，而是关注集体利益。从历史来看，

“监督逻辑和管理逻辑，是政府绩效评价发展的最主要动因”b，随着不同时期政府责任重心的变化，中

国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一个从“效率”到“公平”再转向“绩效”的发展过程。然而，中国

场域下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强调评价的整体性和阶段性。单一“效率”或“公平”

导向下的绩效评价无法回应法治乡村建设的整体性价值诉求，而综合“绩效”导向下的绩效评价则难以

“消除民主、效率、公平与回应性价值之间的冲突”c。因而，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以“公众满意”为

价值取向，但又超越了单一的“公众满意”维度，转而“关注集体偏好、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

并且全面应对效率、责任与公平问题”d，有效回应了评价的整体性和阶段性要求。具体来看：其一，在

法治乡村建设的同一阶段，“公众满意”与“效率”“公平”等价值取向之间呈现概括与具体的关系，

整体统一于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实践。其中，“公众满意”是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责任的基本要求，

是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根本价值取向。相比较而言，“效率”“公平”等是对政府如何维护和增进

公众利益的具体要求，构成了政府法治乡村建设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两个基本向度，因此，可将其视

为是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具体价值取向，也是“公众满意”这一根本价值取向的具体反映和细化表

达。其二，“公众满意”与“效率”“公平”等价值取向之间相并列，统一适用于不同阶段的法治乡村

建设绩效评价实践。在这里，“效率”是经济标准，主要是对法治乡村建设初期投入和产出关系的评价，

反映政府的经济责任和成就；“公平”是政治标准，主要是对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行为的正当性、

回应性和行为能力等的评价，体现政府的政治责任和成就；“公众满意”是社会标准，主要是对法治乡

村建设效果的评价，呈现政府的社会责任和成就。三者分别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了政

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成效，反映了法治乡村建设不同阶段政府责任重心的变化。其三，“公众满意”与“效

率”“公平”等价值取向之间相协调。当然，三种价值取向之间并非总是呈现明确的内在一致性和阶段性。

当发生价值取向之间的不协调时，“如何在众多价值取向当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

难点”e。基于“效率”“公平”的价值取向更多反映的是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或者地方利益偏好，“公

众满意”的价值取向则体现的是对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注，而“政府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就是创造和

保护公民或社会的‘公共幸福’”f。由此，理应优先考虑偏好集体利益的“公众满意”；进一步，可采

用“公平的效率”理念，强调以政治公平保障经济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价值取向的协调并重。

（二）“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内容构建

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法治乡村建设全过程，涵盖投入、过程、产出和

效果等维度。基于不同阶段法治乡村建设的客观事实不同，政府责任重心变化，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也

有不同。因而，为打破事实与价值的“鸿沟”，实现评价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协调性，法治乡村建绩效

评价内容应兼顾“事实”与“价值”，立足不同阶段的法治乡村建设客观事实，确定政府责任重心，进

而选取不同价值取向，通过目标控制、过程控制、结果控制与结果反馈机制实现绩效管理的系统化与制

度化 g，从而有效调和多元价值矛盾与冲突，更好地体现对“公众满意”的关注。

一是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指向“投入效率”。在法治乡村建设初期阶段，面对城乡二元化格局导

致的乡村法治资源短缺的事实，加大乡村法治投入是必需的，然而基于中国法治资源总量有限这一事实，

a　周志忍：《论政府绩效评估中主观客观指标的合理平衡》，《行政论坛》2015 年第 3 期。

b　周云飞：《中国政府绩效评价发展的动因》，《云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

c　[ 美 ] 凯瑟琳 • 纽科默：《迎接业绩导向政府的挑战》，张梦中、李文星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9 页。

d　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政治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

e　廖晓明、孙莉：《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价值取向》，《中国行政管理》2010 年第 4 期。

f　谢庆奎：《政府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06 页。

g　尹奎杰：《法治评估绩效主义逻辑的反思与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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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少的法治投入完成法治乡村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成为重点，即提升法治乡村建设的

效率成为首要目标。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背景下，乡镇政府的建设目标被定位为“经济建设型”，进而决

定了对乡镇政府考核的重点集中于“经济效率”。这一阶段，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重点关注政府法治

投入和产出的客观事实，检验与度量法治乡村建设的效率，是对“投入效率”的综合评价。一方面，“投

入效率”评价立足政府法治投入和产出的客观事实。基于《意见》明确将“完善涉农领域立法”“规范

涉农行政执法”“强化乡村司法保障”等作为法治乡村建设初期的主要任务，这一阶段的法治乡村建设

绩效评价，应当考察为完成每一项任务政府的法治投入情况以及法治产出结果。其中，法治投入是指政

府提供法治产品和服务，必然耗费的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代价，具体指向如涉农领域立法成本、涉农行

政执法队伍建设支出、涉农司法案件审判成本等客观事实。法治产出是针对法治投入的收益表现，包含

经济性收益和社会性收益，具体指向如涉农领域立法效益、涉农行政执法人员配置率、涉农司法案件审

结率等客观事实。另一方面，“投入效率”评价关注法治乡村建设初期政府行为的“效率”价值，具体

指向如涉农立法经济性、行政执法经费支出有效性、涉农司法审判节俭性等维度。这一阶段，法治乡村

建设绩效评价以效率为价值取向，对法治投入和法治产出之“事实”进行量化评价，检验法治乡村建设

初期政府行政效率，发现行政“低效”的地方，促进政府优化乡村法治资源配置、控制法治投入、提升

法治产出，实现“效率”价值目标。

二是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指向“过程公平”。所谓“公平”是指政府以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原

则态度和一致性的规则标准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进行调适。a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乡村法治建设得到高度重视，法治建设资源向乡村倾斜，乡村基层组织的工作重心要由“经济建设型”向“公

共服务型”转变， 虽然也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种基础设施并进行公共管理和服务， 但是“它不应该对经

济增长目标负责， 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该具备自我扩张能力和资源掠夺能力”b。立足这一

事实，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也应由“效率”转向“公平”，在评价内容上关注“过程公平”。

一方面，“过程公平”评价立足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客观事实。《意见》明确了政府在法治乡村建设

中的涉农立法、执法、司法等 9 项主要任务。据此，这一阶段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应当立足政府在

完成《意见》规定的每一项任务过程中的职责履行情况，具体指向如涉农领域立法程序、行政执法过程、

司法审判程序等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过程公平”评价关注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公平”价值，

具体指向涉农领域立法过程合法性、行政执法过程公平性、司法审判程序公开度等维度。这一阶段法治

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以“公平”为价值取向，检验政府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回应性和行为能力，发现行政“不

公平”的地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或优化，实现“公平”价值目标。

三是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指向“效果满意”。所谓“效果”是指，依法行政在决策、职能执行、

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绩效。c法治乡村建设进程中，随着政府法治投入“量”的提升和法治过程的经验性积

累，政府工作取得了一定“质”的成效，体现为法治乡村建设的效果。效果反映法治价值的实现程度，

指向实质法治。d实质法治往往难以简单量化，通常可行的做法是以公众满意度来做效果评价。因为，“没

有谁比公众自身更了解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政府”e。基于此，“效果满意”成为这一阶段法治乡村建设绩

效评价的重要内容，关注公众对政府行为效果的主观感知。一方面，“效果满意”评价立足涉农领域立

法、行政、司法等政府行为呈现的客观社会效果。基于《意见》明确将“涉农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基

层执法质量明显提升”等作为法治乡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据此，这一阶段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应

当立足政府行为效果之事实，具体指向如涉农领域法律法规等是否得到有效遵守、基层行政执法是否发

a　梅立润：《政治公平论：指代与证成维度的分析》，《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

b　赵树凯：《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河北学刊》2003 年第 6 期。

c　唐明良：《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构建中的几对关系及其呈现》，《浙江学刊》2013 年第 6 期。

d　郑方辉、陈磊：《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可量化的正义和不可量化的价值》，《行政论坛》2017 年第 3 期。

e　郑方辉、陈磊：《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可量化的正义和不可量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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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良好作用等客观事实。另一方面，“效果满意”评价关注法治乡村建设效果的“公众满意”价值，关

注政府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应该做什么”，而非“正在做什么”，技术上包括对政府行为效果的整体满

意度和分项满意度。其中，整体满意度是指公众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整体表现的满意度评价，具体

指向如“政府整体表现满意度”；分项满意度是指公众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中投入、过程、产出的满意

度，具体指向如政府服务效率满意度、政策公平满意度、乡村治安满意度等维度。这一阶段，法治乡村

建设绩效评价以“公众满意”为价值取向，检验政府阶段性目标实现程度，发现“公众不满意”的地方，

进而督促政府补足“短板”，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实现《意见》预设的阶段性目标。

三、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实施路径

如前所述，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以促进“乡村振兴”为根本宗旨，不仅要体现以评价推进法治乡

村建设目标实现的技术理性，而且要确保评价目标本身的民主性与合法性，即价值理性。科学开展法治

乡村建设绩效评价需要有可行的实施路径，具体而言，应当主要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落实机制、

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运用评价方法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这一评价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一）加强顶层设计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最基础性的工作，更是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前沿阵地。《意

见》明确提出了“将法治乡村建设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的要求，但目前国家层面统一评价指导意见

的缺乏，导致了各地政府在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实践探索中各自为政、流于形式。为了更好地推进

这项工作，应当从国家层面制定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指导性文件，统一明确评价目标、基本原则和

组织领导等。

一是明确评价目标。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定位于绩效导向的目标考评，强调结果导向及公众满意

度导向，总体目标是为社会洞察及监督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提供“驱动器”与“检验仪”。具体而言，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首要评价目标指向激励、驱动法治乡村建设目标实现。《意见》明确了法治乡

村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目标考评则决定了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首要任务，即驱动法治乡村建设阶段

性目标实现。（2）次要评价目标是检验法治乡村建设目标实现程度。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以客观评价

结果和公众满意度检验法治乡村建设阶段性目标实现程度，测量法治乡村建设水平。（3）最终评价目标

是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的公众满意，即通过评价督促基层依法治理，驱动公众满意的法治乡村建设目标的

实现。

二是明确评价基本原则。明确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旨在保障评价的规范性、可操作

性和科学性。（1）客观公正原则。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以客观

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对各单位的评价必须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公平公正地进行评价。（2）民主参与

原则。在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中，评价主体应是多元的，由政府部门主导，农民、村干部、驻村法官、

律师、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这不仅能够有效克服传统单一政府内部考评的角色冲突，而且有助于全面

提升评价客观性和公信力。（3）可操作性原则。在评价过程中，为了避免评价的抽象性和可操作程度低

等现象，需要构建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尽可能运用量化分析的技术手段，以形成具体可明确比较的评价

结果。（4）突出重点原则。在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中，并非要面面俱到，而是要按照结果导向与公众

满意度导向的要求，对于实质反映法治乡村建设结果和公众满意度的关键要素，重点予以评价。

三是统一配置评价权责。“绩效评价本质上是权责关系的优化调整，背后涉及评价权、组织权、实

施权和评议权”a。目前各地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实践探索中各自为政之源头，即权责关系不明确。部

分考评组织部门既是“评价者”又是“建设者”，进而陷入“自己评自己”的逻辑困境，导致评价结果

a　郑方辉、刘畅：《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理

论探讨》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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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公信力。为此，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必须建立和完善组织体系，统一配置评价权责，提升评价规

范性和公信力。基于中国现实国情，第三方评价的“独立性”和绩效信息的获取能力等条件尚不成熟，

传统自上而下考评机制又缺乏公信力，因而现实选择应当是：将考评组织权统一归属于上级党委政府或

部门；引入第三方评价组织承接实施权；农民及社会组织等参与评价过程，拥有评价权；驻村法官、律

师等专家享有评议权。

（二）完善配套落实机制

为保障顶层设计的落地，必须完善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配套落实机制。

一是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应强调多元主体下的公众参与，关注并协调多元主

体价值诉求。（1）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一些地方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公众既不了解自己所拥有的

权利与义务，也缺乏对“如何参与、何时参与、参与什么”等问题的清晰认识，导致公众参与容易流于

形式或被虚置 a。特别是在法治乡村建设中，公众参与的主体主要来源于农民，而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

受传统思想影响，权利意识薄弱，参与积极性明显不足。因而，应当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明确并细化公

众参与权利义务，配套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发公众参与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绩效评价的公正性和

民主性。（2）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强化公民参与意味着给公民共享决策和问责政府官员的权力。为此，

应当通过协商、听证、意见征集等多种方式，畅通公众的参与渠道，扩大公众参与深度和广度，特别是

要引导农民作为建设主体和评价主体参与涉农领域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乡村建设和绩效评价全过程，

增进农民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的全面了解和监督，形成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成效的合理预期和

信任，增强绩效评价的公信力和科学性。

二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大部分客观数据来源于基层政府法制办和公

检法司等部门，然而这些部门信息公开程度有限，特别是法治建设相关信息保密程度较高，外部人员往

往难以获取相关数据，也就无法真实反映法治建设的实际成效 b，这就给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增加了难

度。因此，必须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增强政府活动的透明性，可以公开的尽量公开。具体可通过完

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和幅度等方式，破除政府部门信息壁垒，实现涉农领

域立法、执法、司法等政府行为相关的统计数据全面、及时向社会公布，为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提供

真实有效的政府信息。同时，为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的合法合规性，还必须配套政府信息公开审查机制，

对涉及个人隐私或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如农村青少年犯罪预防情况、涉黑涉恶涉邪教案件

办理情况、特殊人群的教育监督和服务管理情况等，应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依申请公开或者不公开。

三是建立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c，评价的生命力在于应用。为避免评价流

于形式，保障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目标实现，建立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成为关键。（1）建立评价结果

反馈机制。通过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政府相关决策部门，能够改进政府的决策与管理，及时对法治乡村建

设目标和政府行为进行纠错纠偏。（2）建立评价结果奖惩机制。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兼具监督力和驱

动力，将评价结果公开，并直接作为被考评对象责任人职务任免、职级升降、交流培训、奖励惩处的重

要依据 d，能够有效激发相关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政府行为效率和效果。

（三）科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坚持主客观指标互补互证的原则。客观指标用以衡量政

府在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中的投入、过程、产出等客观情况；主观指标则是测量公众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

工作客观效果的主观感知。一方面，主客观指标可以互补。在评价过程中，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可以通过

a　孙斐、叶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可持续性：一个系统性文献综述》，《行政论坛》2020 年第 1 期。

b　曹小华、何志强：《政府绩效评价法制化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年，第 244 页。

c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知》2020 年第 2 期。

d　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与作用》，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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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指标来测量，这时通过主观指标予以补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反之亦然。如涉农法律体系完整

性、涉农行政执法公平性等关键性评价内容，本身并没有确定的数据和标准，难以配置合适的客观指标，

那么以主观指标来弥补客观指标的缺失就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主客观指标能够互证。法治乡村建设

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系统，在把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相关的数据设置成客观指标时，应该设计对应

的主观指标予以验证。理由在于，主客观指标均有各自功能缺陷，对于同一评价内容设置内涵相近的主

客观指标，不仅能够有效化解法治乡村建设中可量化与不可量化的目标任务之间的冲突，而且主、客观

指数相互结合才能对法治做出更加可靠的分析，避免量化数字与法治现实的背离 a。如以治安刑事案件发

生率的客观指标与乡村治安满意度的主观指标相互验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法治乡村建设中的政府

职能履行情况。

（四）合理运用评价方法

从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内容看，包含了可量化的事实和不可量化的质性要求，因而在评价过程

中应合理运用评价方法，特别是要注意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一方面，定量

评价是以数据形式客观展示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情况，目的在于对政府法治乡村建设工作做出精确衡

量。如法治乡村建设中的法制建设、法律服务、法治成果等可以通过定量评价更精准。另一方面，定性

评价则立足于对法治乡村建设客观事实的认知，根据评价主体已有的知识和主观价值判断进行分析评价。

如《意见》中“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等，这

些难以指标体系量化的内容，则可通过定性评价的方法进行评价。通过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融合，保

障了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四、结　语

作为中国场域下的理论创新，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立足政府绩效评价理论和经验，又特别聚焦乡

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法治建设问题，内涵以评价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目标实现的工具理性和确保目标本身

民主性与合法性的价值理性。在“事实—价值”的分析框架下，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凸显了

经验逻辑和现实逻辑、价值逻辑和内容逻辑、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的有机统一。遵循实在主义的理论进路，

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理论以“公众满意”为价值取向，评价内容指向“投入效率”“过程公平”和“效

果满意”，通过“制度”和“技术”的路径加持，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目标实现，促进乡村振兴，在实现“第

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进程中构建出蕴涵中国智慧的理论图景。同时，中国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

价理论内含行动逻辑，强调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激发评价效能。然而从实践来看，虽然法治乡村建设绩

效评价符合以评促建的管理学科学原理，但“并非所有的政府作为及其公共政策，尤其是法治作为及政

策均可以被量化”，b而且“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都无法涵盖整个法治建设的体系”c，因而法治乡村建设

绩效评价实践天然的缺失全面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法治评价均是一家之言，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也

不例外。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结果只能一定程度反映政府政绩，而不能作为唯一考核指标。今后，

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实践的科学推进，尚待理论研究的深入探讨和持续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乡村由于特殊的治理环境，法治乡

村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开展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事关法治乡村建设能否有效推进，

不仅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实际评价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出行之有效的实践成果，而且需要理论

工作者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产生出科学化的理论成果。本文有关法治乡村建设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

内容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是作者在这方面的一种初步探索，但愿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有

a　刘翀：《我国法治指数建设中的三个问题》，《法治研究》2016 年第 5 期。

b　郑方辉、陈磊：《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可量化的正义和不可量化的价值》。

c　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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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方面的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涌现，为法治乡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ntent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LIU Jie1、3 & HU Xiang-ming2、1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3.Wuzhou University Law School,Wuzhou University,Wuzhou,543003)

Abstract: The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it'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achievement of 
rural vitalization stategy.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should adhere to 
taking "people-oriented"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it considers "public satisfaction" as the orientation; The content 
of evalu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facts and values, 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ffective 
input, fair process and satisfied e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valuation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improve the supporting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scientifically buil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rationally use the evaluation method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a scientific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by researching its theory.

Keywords: the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ublic satisfaction, satisfied 
effect, multi-subj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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